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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都塞学派生产方式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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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由于马克思并未明确界定这一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重构生产方式过程中产生多种理论路径，以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为代表的重构，是其中最

具典型的路径之一。这一条路线在重构的过程中，先表现为以多元决定的因果论替代对立统一的辩证

因果论，再以权力斗争取代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最后以话语取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社会形态

的赋型。这条重构的路径对批判以第二、第三国际为代表的“经济—技术”决定论有显著效果，却陷

入了一种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偶然性”历史观，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误区，对西方左翼思潮产

生了深远的理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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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将其视为“历史科学”的核心范式，

强调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应从生产方式的更替

中寻找。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明确界定生产

方式的概念，使得它本身存在着三种理解范畴：

一是技术层面的生产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组织

方式；三是作为总体的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生产方

式。这就为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此

进行“重释”或“重构”提供了契机。西方马克

思主义对生产方式“重释”或“重构”的共同点

在于，纠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基于经济决定论

或技术决定论对生产方式的误解，凸显生产方式

的“非经济—技术决定”维度。卢卡奇、葛兰西

与柯尔施等人将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等人为代

表的经济决定论视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甚

至把以布哈林与德波林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决定

论”一并予以理论抨击。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

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马

克思生产方式理论之争的帷幕被揭开。 

在这场论战中，斯大林的理论对许多人来说

成为唯物主义本身，它甚至意味着生产方式的

“技术决定论压倒了历史唯物主义”[1](6−7)。二战

后法国兴起的结构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

中的一股强劲思潮，它使“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获

得特殊的理论意义”[2]。之所以把阿尔都塞学派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普兰查斯等)对生产方式

的重构作为研究视角，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重构有

着双重意义：一是在阐释路径上摆脱马克思生产

方式理论的斯大林模式，驳斥庸俗的“经济—技

术决定论”；二是防止生产方式理论沦为资产阶

级反对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捍卫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阿尔都塞学派对生产方

式重构的演进逻辑为线索可发现，生产力在生产

方式中的决定性地位逐渐被政治话语取代，促成

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联姻。如斯图亚特·西姆所言，阿尔都塞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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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却为后马克思

主义开辟了一些很有探究希望的路线[3]。 

关于西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演进逻辑

研究，国内的先行研究侧重于从民族学、生态学、

经济学以及历史学等视角展开，其中也涉及对特

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生产方式理论的研究，但

缺乏以谱系化的政治哲学视角对其剖析。本文拟

从这一视角出发，借助斯图亚特·西姆提供的线

索，在厘清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对生

产方式分析脉络的基础上，结合这股短暂的思潮

以谱系化的形式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

的理论演进逻辑，以期在批判式厘清阿尔都塞 

等人如何偏离马克思的理论旨意的基础上，为当

前我国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掘理论的借鉴

意义。 

 
一、从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走向 

多元决定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阐述是建立

在辩证因果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的。阿尔都塞把生产

方式视为一个结构总体，是由政治、经济与意识

形态三种要素组成的“多元决定”的。多元决定

的生产方式揭示了构成社会总体的诸社会领域

是由各种异质事件交织决定的复合体，它形成了

社会结构[4]。由此开启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对生

产方式的重构之旅。 

(一) 生产方式是多元决定的结构总体 

多元决定论的前提是“生产关系优先于生

产力”[5](251)，它将对立统一的辩证因果论归为简

单的线性因果论。生产方式结构总体是社会形态

的深层结构，反映社会的更替与历史变迁。多元

决定在其中特指多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为同

一个目的发挥作用，即便它们的起源、意义、活

动场合与范围并非完全相似，也能“汇合”成一

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6](98−99)。由此可见，经

多元决定的“同一个目的”有别于简单的线性

因果论所呈现的“合目的性”。在阿尔都塞看

来，线性因果论的“合目的性”由作为经济基础

的生产力所决定，而第二国际的进化论(斯大林 

重复了它)则从这种合目的性中获得了巨大乐    

趣[5](247)。但这种“合目的性”却被阿尔都塞视为

由黑格尔式的单一性矛盾所形成，并不符合他对

生产方式重构的初衷。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论旨

在表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要素(政治、经济、法律

与意识形态)都能作为社会现实的存在条件而发

挥作用。它反对由单一矛盾即作为经济基础的生

产力所决定的线性因果论。尽管生产方式的多元

决定论强调经济要素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

用，但“最终的决定性”在历史实践中发挥作用

是通过经济、政治与理论等交替(permutations)来

实现的[6](219)。在这一点上，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

都跟阿尔都塞的观点一致。譬如，巴里巴尔延续

了阿尔都塞的分析，指出经济基础、法和政治的

形态、意识形态是一切社会结构共有的、绝对不

变的要素[7](425)；普兰查斯也认为由政治、经济与

意识形态的不同结构与实践相结合构成一种生

产方式与社会形态[8](8)；只不过巴里巴尔与普兰

查斯分别从生产方式结构总体的经济层面与政

治层面作了理论延伸，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方式从

对立统一的因果论走向多元决定论的演进逻辑。 

若说巴里巴尔与阿尔都塞两人仍保持暧昧

的理论关系，那普兰查斯与阿尔都塞则维持着若

即若离的理论关系。前者把生产方式结构总体理

解为由三种要素与两种关系的随机组合，后者则

把它视为多种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中的接合。巴

里巴尔从生产方式结构总体的经济层面揭示生

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他主张在生产力(与劳动过

程)中，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优先性总是以特定的

形式出现在每种生产方式中，反映生产关系对生

产力本身的优先性[9](185)。生产方式在结构层次上

的多元性从本质上说是一切社会结构的属性。这

种结构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多元的过程，它们都产

生了相同的结果[7](532)。其中“相同的结果”是指

生产方式结构是由固定的要素根据“实际占有

关系”与“所有权关系”进行自由组合而构成

的特定的生产方式结构。 

(二) 生产方式的非连续过渡：要素与关系的

随机组合 

固定的三种要素与两种关系的随机组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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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巴尔无意中犯了经济本质主义的错误。他把

一切生产方式结构的各个要素(劳动者、生产资

料、非劳动者)视为形式不变的要素，它们与“实

际占有关系”与“所有权关系”共同作为结构

功能性的“组合”而存在。“巴里巴尔认为三种

要素和两种关系的合并为生产方式概念提供很

高的理论精确性”[10](89)，它们的组合构成某一种

生产方式的独特性。根据这些组合，巴里巴尔划

分了生产方式的四种分期：一是亚细亚社会与古

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二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的生产

方式；三是手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四是资本主

义社会的生产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巴尔视手工业社会的生

产方式为一种“过渡的生产方式”。三种固定的

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非劳动者)在其中发   

生了“位移”，随着生产力在此过程中由“手工

技艺”转向“机器技术”，它们在职能结构中的

位置完成了替换[7](477−479)。这种“过渡”本身就是

结构的环节，不能理解为结构相互间的“缝

隙”。结构的形成是一种“发现”，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通过“发现”它的结构所要结合的要素

(从前形式)而生成[7](534)。简言之，过渡形式本身   

就是生产方式，它包含着一切生产方式共有的条

件[7](521)。 

法律形式与国家政治形式在生产方式的过

渡时期并不会与经济结构保持一致。巴里巴尔强

调这种“不一致”表现为“政治实践”能够改

变它们之间的界限，即会在“再生产”环节实现

结构内各要素之间的“过渡”。再生产保证生产

连续性，即生产不能停顿，它必要的连续性体现

在其要素的同一性中[7](500−501)。由此可见，生产方

式概念不仅指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涵盖它们

的社会存在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再生产。再生产

保证了生产方式结构各要素的连续性，它们不断

根据巴里巴尔所提出的两种关系进行相应的组

合，从而构成各种特定类型的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之间的过渡并不是连续的，而是

“断裂”的，连续性只表现为各要素的再生产。

在巴里巴尔看来，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是过渡时期

的特点。在过渡期间，生产方式结构本身并不是

自动发生演变，而是完全“消逝”：但凡在资本

家和工人出现的地方，诸如行会制度、师傅与学

徒等结构就自动“消失”。罗伯特·雷施(Robert 

Paul Resch)还高度赞扬巴里巴尔巧妙地解决了长

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即技术发展或阶

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10](87)。巴里巴尔

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一方面揭示了三种要素与两

种关系组合的随机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技术发

展与阶级斗争的相互依赖性。技术发展离不开阶

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不会脱离特定的技术层面与

社会组织而存在，任何试图将它们分开的做法都

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随机相互竞合的生产方式

中，技术层面的发展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也是

巴里巴尔强调的阶级斗争能够改变生产方式结

构界限的原因。但是生产方式被“三种要素”与

“两种关系”的“组合”模式重构的说法并不

能让普兰查斯信服，他认为巴里巴尔对生产方式

的“重构”过于“经济主义”与“结构主

义”[11]。“组合”过程所涉及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的逻辑混乱，将巴里巴尔推向生产方式的本质主

义方向[10](92)。这种本质主义将诸要素的相对自主

性瓦解了，使其沦为同质的总体，而普兰查斯对

生产方式的重构则克服了这一理论缺陷。 

(三) 生产方式结构总体是多种生产方式的

相互接合 

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纯粹”的生产方式并

不存在，而是以多种生产方式相互接合的形态存

在的。对普兰查斯而言，“生产方式构成一个抽

象形式的事物，严格来说在现实中是不存在

的……实际存在的唯一事物乃是一种由历史决

定的社会形态”[8](10−11)。这种社会形态是由不同

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层面的特定接合

(articulation)所指定，它能够将一种生产方式与另

一种生产方式区分开来，并由此将一种生产方式

具体化为其各个层面所维持的特定接合形式。而

这种接合，被称为生产方式的母体(matrice)[8](11)。 

普兰查斯通过分析生产方式之间的接合以

深化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与巴里巴尔相比，

他更注重剖析生产方式结构的政治层面，认为政

治层面在生产方式的接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

产方式总体结构所特有的接合支配着其各个层

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构成，这种接合可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5 期 

 

160

 

通过政治层面得以反映[11](13)。也就是说，经济、

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只有在生产方式结构的母

体中才能建立一种内部关系，它们并非早已构成

本质，而是在接合中“生成”，这就避免生产方

式走向巴里巴尔式的本质主义。正因为“在阿尔

都塞或巴里巴尔那里找不到‘生产方式的接

合’的概念”[12]，所以普兰查斯才将“接合”视

为一种在结构中呈现的实践活动，把它作为中介

将不同要素连接为一个结构总体。 

普兰查斯认为，多元决定的生产方式内部的

诸矛盾存在一个交汇点(conjuncture)，它既是各种

矛盾交融的战略点，又集中反映了特定主导结构

的接合。阿尔都塞强调，交汇点“要完成这一汇

合的‘环境’和‘潮流’远不仅仅是基本矛盾

的简单现象”，这种基本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

种不同矛盾的影响” [6](99)。普兰查斯在其理论基

础上，将政治领域看成接合经济、政治与意识形

态等各层面多元矛盾的汇合点。 

可见，阿尔都塞的初衷在于消除马克思主义

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视

为一种线性的因果论，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主

义，甚至技术主义”[6](108)的做法。普兰查斯在疏

离马克思主义 “经济主义”的道路上，比其老

师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走得更远[13](28)。据此演进

逻辑，多元决定论将取代“经济基础—上层建

筑”图式所呈现的辩证因果论，并显现出社会形

态更替的随机多样性。阿尔都塞等人的做法无形

中把唯物史观庸俗化为简单的线性进步史观。生

产方式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对历史进步的认同，但

是并不等同于他解读整个历史过程时所秉持的

“线性进化”模式。马克思正是从对立统一的辩

证因果论中揭示了“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

相适应的”[14]社会发展规律。由此可知，多元决

定论唯有在此范畴内，才能有效地阐释经济要素

在多元决定中发挥最终决定作用的原因。 
 

二、以权力斗争取代阶级斗争 

 
阿尔都塞、巴里巴尔与普兰查斯都主张把阶

级斗争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这种动力

是建立在多元决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他们试

图先解释阶级斗争的不可预测性优先于生产方

式的结构决定性，再论述剥削关系在阶级斗争中

的核心地位是如何被权力关系所替换。尽管阿尔

都塞师徒三人都论证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其

所谓的阶级斗争的本质是一种权力斗争。 

(一) 阶级斗争的不可预测性优先于生产方

式的结构决定性 

面对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方式的结构决定

性与阶级斗争的不可预测性间的张力，阿尔都塞

提出了“历史无主体论”，以表明历史真正的

“主体”是生产关系而不是“人”。他认为，真

正的社会主体是被建构出来的，虽然人与人的关

系能够被还原为由生产方式总体结构所决定的

生产关系，但它们“不能还原为任何人类学意义

上的主体间性关系”[7](393)，真正的社会主体必须

在“社会结构”的范畴中才能得到理解。因此，

“历史无主体论”并不是贬低人的主体性，而是

把产生社会主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关系放在优先

位置。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建构

的社会主体在生产方式结构的对抗中形成了阶

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被他视为矛盾的历史存

在，其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优先于政治与经济

的阶级斗争。例如，阿尔都塞认为，在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中包含“技术”形式在内的各种形式

的经济主义，都严重威胁着工人的阶级意识。这

种意识形态斗争不仅是一种关于话语权的斗争，

还是“能够使结构与实践、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

建立历史性关联的阶级意识”[15]。阿尔都塞主

张，无产阶级可通过阶级斗争掌握意识形态国家

机器，即“凭借阶级斗争从攻击意识形态国家机

器开始，然后进攻镇压性国家机器，最后由革命

的阶级夺取国家政权”[5](195)，实现阶级斗争作为

社会革命的“火车头”作用。 

同样，巴里巴尔也把阶级斗争视为诸种矛盾

的交汇点，它是大众(masses)运动及其冲突在一

定的政治条件实现时所采取的一种汇合形式

(conjunctural form)[16](xx)。在他看来，阶级斗争的

多样性只有在生产方式结构中才能得到理解，任

何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在于预设和再生产直接

劳动者、非劳动者与物质生产资料之间的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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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性质。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结构中的

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层面亟需“通过决定性形

式的阶级斗争将这些不同方面结合起来并相互

‘作用’”[9](131)。换言之，生产方式总体结构反

映了“阶级关系的‘集合’(ensemble)，作为社

会关系的矛盾统一，……这种统一来源于社会形

态中特定的、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及其

所包括(implique)的阶级斗争”[9](132)。在此基础

上，巴里巴尔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

开始，国家(即各种国家机器)就在资本再生产过

程中发挥着必要的作用”[9](155)，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一种剥削方式，而

这种“剥削本身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形

式”[9](180)。 

因此，根据巴里巴尔的分析，历史唯物主义

表明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以多种形式发生  

在不同层面上，它们之间无可替代，看似独立  

却彼此相结合，马克思主义通过区分“经

济”“政治”“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来承认

这一点[9](179)。这意味着根植于物质生产过程的 

阶级斗争将决定生产关系的永久化或转化，它的

不可预测性使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  

对抗被理解成一种为了同一个赌注而发生冲  

突的两种力量体系，这一切都是由政治权力来决

定[9](191)。尽管剥削仍是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形

式，但巴里巴尔注意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对政治

权力的争夺，阶级正是在此过程中被塑造。阶级

斗争将根据既定条件呈现为不同的形式，而不是

一种事先预测的形式，即阶级斗争并非一种结

果，而是一种特定的接合方式。 

(二 ) 权力关系在阶级斗争中优先于剥削  

关系 

虽然阶级斗争是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生产条

件再生产的前提与结果，但是阶级斗争各个方面

的特定形式又取决于其物质条件。“政治”“经

济”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是以复杂统一

的形式出现，它们的多元决定组合推动着社会形

态的更替。譬如，巴里巴尔强调“正是阶级斗争

在其连续的组合中，在其权力平衡的转变中，控

制着‘生产方式’的趋势及其再生产，从而控制

了它们的存在” [9](245) 。巴里巴尔反对将阶级斗

争还原为唯一的经济斗争，强调“我们必须研究

与工人阶级的数量、性质、劳动条件、组织形式

以及阶级斗争相关的技术创新，这项研究会导致

承认社会阶级斗争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9](116)，

并把“国家机器”视为“本质上的物质组织，是

特定‘分工’的产物，任何国家权力缺少它都无

法存在”[17](94)。而在普兰查斯看来，巴里巴尔的

分析过于“经济主义”，即国家权力关系建立在

作为“经济主义”堡垒的物质组织基础上，这个

物质组织是以剥削关系为核心。 

普兰查斯指出，权力关系远非国家机器的产

物。相反，权力关系决定着国家机器，在阶级斗

争与各种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中，阶级斗争发挥

着首要的和根本性作用[18](75)。国家是阶级权力关

系的凝聚，并不意味着普兰查斯把国家机器还原

为权力关系的产物。权力关系根源于社会阶级的

实践冲突，而这种实践冲突又存在于多元决定的

生产关系中，这就意味着权力关系内嵌到生产关

系之中。为此，普兰查斯认为生产关系的优先性

和决定性掺杂着政治意识形态要素，政治意识形

态要素对生产关系再生产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它表现为国家在生产关系的构成以及生产关系

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18](61−63)。普兰查斯将

国家视为阶级斗争的场域，它是阶级权力关系的

聚合，而不是封闭的权力器皿。这就为包含无产

阶级在内的“人民同盟”通过社会大众的阶级

斗争来调整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关系提供了理

论可能性[18](358)。 

进一步而言，普兰查斯以多元决定对阶级进

行分析。他通过“新小资产阶级”把政治和意识

形态要素视为阶级划分的决定性因素，将剥削关

系降至阶级划分的次要位置，由此“在他的阶级

理论中把剥削移置出去，把意识形态提升为一种

主要的决定性因素”[13](45)。这种意识形态与权力

斗争相对应，使阶级斗争在多元决定的生产方式

结构中沦为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权

力斗争表明“话语建构已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

会生活建设性的实践”[1](10)，从而对社会形态的

赋型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普兰查斯认为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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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再是决定性的”[13](31)，因而围绕“权力集

团”与“人民同盟”之间的权力斗争替换了资

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阶级斗争。但普兰查斯这

种做法无疑是把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斗争庸俗

化为一种“权力斗争”，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主导的“权力斗争”，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

前景越来越为权力斗争所支配”[13](12)。 

阿尔都塞等人正是因为对马克思对立统一

的辩证因果论的误解，才会陷入以权力斗争取代

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的理论误区。尽管结构

因果论在强调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时，也把阶级

斗争视为各种层面之间的斗争博弈。但这种博弈

旨在凸显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优先性，甚至把剥

削关系从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置换出去，并以

权力关系取而代之。这就恰恰遮蔽了剥削关系是

基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侵占所形成的根源，导致

以权力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理论误区，进而把该

演进逻辑的分析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层面推向

话语层面。 

 

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到 
话语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

分析，提出生产方式概念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发挥

着核心的作用。阿尔都塞等人则注意到，意识形

态在自身再生产过程中起着维持该生产方式结

构总体存在的重要作用，话语在其中充当主体与

意识形态的中介。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分析走

向话语分析的过程中，阿尔都塞等人先阐释社会

主体是如何被生产方式结构的意识形态话语所

建构的，再论述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取缔生产力

技术对社会形态的赋型。 

(一) 意识形态话语在生产方式结构中构建

社会主体 

在生产方式总体结构中，个人是通过意识形

态话语被呼唤或质询为主体。对阿尔都塞而言，

意识形态话语对个人的“唤询”亟须通过意识

形态国家机器完成，以此揭示意识形态话语对社

会主体形塑的重要性。他强调任何一个阶级想要

持久掌握政权，都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行使

其领导权[5](284)。虽然意识形态是个人和实存条件

间想象关系的“表述”，但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

在于某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而这种存

在就是物质的存在[19]。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唤

询”表明了这样一套机制，即统治阶级凭借掌握

意识形态领导权，可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塑造，使

之“成为”本阶级范畴的社会主体。意识形态所

建构的“主体”是一种阶级主体，所谓的话语并

不是主体间一般意义上的“言谈”，而是指意识

形态进行主体间交往的话语。这种话语恰恰表明

劳动的纯技术分工、纯技术组织和纯技术管理不

过是一种幻象，完全是资本家让工人继续处于被

剥削状态的手段[5](59−60)。由于这是一种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诡计”，因此阿尔都塞强调，无产

阶级必须通过权力斗争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  

以掌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而推动社会形态的

更替。 

巴里巴尔在社会主体的建构方面的观点比

阿尔都塞激进，他把包括“阶级”在内的诸种群

体 都 视 为 经 由 话 语 所 构 成 的 “ 人 造 群

体”(artificial groups)，并且强调“语言是社会纽

带的本质”[16](64)。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阶级这个

群体蕴含着“制度性”，它既可看成嵌入社会角

色中的人之组合，在话语中还可以被视为系于一

处的约束性规范与普遍观念的组合[16](185−186)。巴

里巴尔主张必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找到一

种与之相对应的话语，而政治话语尤其“能够为

‘阶级斗争 ’的话语提供基本的意识形态参

照”[16](xiii)。在政治话语的作用下，政治及其诸多

“主体”被召回到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权之中，而

人权再次成为政治话语的绝对[16](205)。譬如，在

通往社会主义道路中，阶级话语的作用表现为在

人权概念中谴责资产阶级概念的排他性。无产阶

级，通过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和建立与工人集体财

产自由联合的方式，“超越”了单个人的权利以

实现社会主义计划[16](216)。 

进一步而言，巴里巴尔认为话语对社会形态

更替的决定性甚至超越意识形态。“如果在现有

的意识形态空间之外不能进行任何话语，那么在

汇合点或既定力量关系中的每一种话语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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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它的逻辑”[16](136)。一方面，话语并不局

限在意识形态范畴；另一方面，话语决定着作为

多元矛盾汇合点的阶级斗争的逻辑走向。如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将法律

与科学的话语混为一谈，构建了一种将“科学”

呈现为绝对的新形式。巴里巴尔旨在表明，意识

形态变化涉及阶级斗争的条件变化，这两个过程

是基于话语领域的社会冲突结果而为每个时期

所绘制的“方向”[16](168)。 

因此，虽然巴里巴尔注意到意识形态话语影

响阶级斗争的逻辑走向，但他仍偏向强调生产技

术发展对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性。只不过这是一

种蕴含着知识与话语的技术，即“在生产领域，

新的技术革命和通过垄断集中使‘科学’的劳

动组织成为了可能，彻底改变了限制性体系，并

最终深化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17](86)。

基于此，巴里巴尔认为雇员与技术人员会被拉回

无产阶级队伍，并推动新的“工人贵族”的形

成。而技术官僚主义将嵌入国家生活的诸多方

面，无产阶级的构成需考虑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

内部造成的分裂。这就导致资本主义可能会持续

很长一段时间，它既可能会经历生产资料的财产

形式的转变，也可能会经历一系列技术与劳动过

程的组织的革命[17](142)。但普兰查斯并未像巴里

巴尔那样将“工人贵族”纳入无产阶级队伍，而

是从意识形态层面将其纳入脱离无产阶级范畴

的新小资产阶级。 

(二 )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决定社会形态的  

更替 

阿尔都塞等人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替代技

术生产力对社会形态赋型的演进逻辑最终由普

兰查斯来完成。正如前面所述，普兰查斯视国家

为阶级权力关系的聚合，揭示了国家可围绕各种

阶级话语通过采取必要的手段来制定相关政治

策略。他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形式中发

现，国家与围绕国家话语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技术

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政治技术作为一种知

识，它反映了国家话语“产生的知识和知识的技

术，虽然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但远超出意识

形态的范畴”[18](69−70)。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技术并不是一种生

产力层面上的技术。政治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话语，它与阶级权力关系相关，体现了知识与权

力的“密谋”。知识与权力在“合法化”的关 

系范畴中相嵌合，它们被资本主义国家特定话 

语具体化，而前资本主义国家则存在一种启示 

性话语，它建立在君主(真实或假设)的话语之  

上[18](99−100)。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存在一种“断

裂”。资本主义的国家话语既对统治阶级起着相

当特殊的组织作用，也对整个社会形态起着调 

节作用，这种包含战略与战术的话语是一种行 

动[18](100)。相反，前资本主义的国家话语仅表现

为主权者的特权。 

对普兰查斯而言，政治话语比国家话语范畴

更加宽广。“国家话语即便扩展到其意识形态机

器，都未能穷尽所有的政治话语，这种话语在其

结构中包含了政治权力。”[18](75)政治话语既保证

了国家机器的合法化，又能将国家及其代理人的

实践合法化，成了特定知识和内在理性的承载

者。政治话语的行动体现为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

实践，它有效掩蔽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并在

人民大众的个体化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譬如，

所有个人主体在法律面前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虽

然他们作为不同的个人主体，但这些差异在法律

话语中会被嵌入一个同质的框架当中[18](137−139)。

政治话语在法律领域制造了一种法律“同意”，

这种法律“同意”所蕴藏的话语深刻地“表达

了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18](140−141)。 

可见，普兰查斯认为，政治话语作为一种行

动的话语能够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这种政治话

语既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交织，又得到国

家垄断的科学知识的滋养。虽然这种政治话语是

碎片化的，但它必须被理解和被听到，这就需要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政治话语提供组织统一的

功能，社会主体正是由此被建构起来。当然，相

较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普兰查斯仍将工人阶级

看成是社会主义计划中的主要构成者，但他已经

完成了借以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将个体塑造为

“主体”的理论举措。如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

重要政治主体就变成了“人民”，表明了话语实

践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通过类似“人民同盟”

或“国家—人民”的表述完成对阶级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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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兰查斯看来，话语实践在双重战略中发挥作

用，即通过代议制民主与人民大众的社会民主抗

争双重路线，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向民主社会主

义社会的过渡。 

普兰查斯的做法，为以拉克劳与墨菲为代表

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把“话语”视为“生产方

式”乃至“社会形态”的决定性因素，提供了理

论契机。拉克劳与墨菲用话语形式指称经济，话

语实践营造的社会话语系统表明“社会本身是

由意识形态或‘话语’构成的”[13](51)，经济不再

起最终决定的作用。马克思用以揭示资本剥削本

质的阶级斗争也发生“质变”，拉克劳与墨菲则

通过“话语”消解经济的“本质”，既导致无产

阶级的革命主体中心地位被否认，也致使阶级解

放斗争为争夺话语权的社会抗争所替代。这种话

语权的争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法化范畴

内进行，实质演变为一种多元异质主体的“民

主”斗争。诚然，马克思强调的民主是“每个个

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20]，但这种“物”

实质是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剩余价值的衍生导致了贫富不均，由此改变

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阿尔都塞等人在

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中，却把基于资本对剩余价

值的侵占所形成的剥削关系遮蔽了，并且试图在

该结构总体中以权力关系替代剥削关系。显然，

这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的理论背离。 

 

四、阿尔都塞学派生产方式的理论 
误区及其效应 

 

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以人的物质生产及

其再生产为出发点，揭示社会形态的规律性更

迭。物质生产及其再生产旨在解决人的现实生活

需求，经由它建立的社会关系所反映的这种联系

是由需求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些联系不断以新

的形式呈现，进而表现为“历史”[21](533)。马克

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生产方式始终与

“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即“生产力”相联系。

此处的“生产力”是一种包括生产与分工在内的

人类共同活动方式，是“生产”与“方式”的共

体发生，并非劳动者、劳动资料以及劳动对象的

简单组合。这一以“分工”与“所有制”为基础

的历史观“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

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

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21](544)，阶级斗争所彰显

的对抗关系是在此意义上与生产方式联结在一

起的。只不过马克思在此时，对剥削的理解尚停

留在交往形式的交换层面上。 

马克思对资本剥削的科学理解是在《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他从剩余价值理论

出发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关系，生

产方式在这里涵盖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环节，

它们彼此关联。“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

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

系。”[22]资本的剥削逻辑渗透在这些环节中，使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成为现代社会矛盾

的对抗始点。尤其是在围绕机器与大工业展开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价值向产品的转移恰

恰掩盖了资本剥削的本质，但剥削关系在生产结

构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阿尔都塞等人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的重

构路径是基于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展

开的。他们糅合了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西方学说

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理论

创新。这集中表现为彰显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中

的优先性，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成唯生产

力至上的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驳斥第

二国际以来盛行的经济决定论。然而，阿尔都塞

等人所处的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时期，

这一阶段的社会结构特征是对经济危机的克服、

对阶级斗争的化解以及对多元异质社会文化因

素的包容，等等[23]。他们在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中

将资本剥削的本质逐步边缘化。“资本”在这一

理论重构的演进逻辑中逐渐疏离剥削的“剩余

价值”核心并走向话语权力。虽以阿尔都塞等人

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论述生产方式时对

阶级结构进行了分析，但在剖析生产关系时又颠

倒了阶级关系的本体，致使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关

系被围绕话语的权力关系所替代，由话语生成社

会主体。归根结底而言，阿尔都塞学派所说的话

语是以语言中客观存在的对使用者所限定的规

范，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关系[24]。这种做法无疑是



政治与社会研究         黎华楠，王浩斌：阿尔都塞学派生产方式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其误区——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到普兰查斯 

 

165

 

让马克思主义陷入一种话语本质主义的理论泥

潭，他们对生产方式的重构只是一种拘于形式的

反本质主义，片面化的重构并未超越马克思主张

的本质与现象辩证统一的总体观，从而在偏离历

史唯物主义的路上渐行渐远。 

此后，鲍德里亚、波斯特、福柯以及德勒兹

等人受到阿尔都塞等人理论的影响,沿袭这一 

理论路径重构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如鲍德里亚指

认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几乎不能被拯救，在感叹 

只有阿尔都塞的门徒仍对此进行修修补补的同

时，试图以符号介入对生产方式的重释[25]。福柯

认为，生产关系在生产方式中的优先性将被话语

的权力关系替代，所谓的“历史，就是权力的话

语”[26]。波斯特认为，在阿尔都塞坚持对生产方

式做总体性阐述的同时，鲍德里亚已使“表意方

式与生产方式在理论上各奔西东”[27]，并在此 

基础上吸收了福柯提出的可替代生产方式的

“信息方式”。德勒兹则在阿尔都塞、巴里巴尔

以多元决定重构生产方式基础上，试图以一种 

生产性的欲望作为代码(code),通过“编码—解

码—再编码”的流动方式重塑生产方式[28]。这样

一来，作为生产方式“本质”的经济要素就被诸 

如话语、符号以及信息等要素所消解，颠倒了作

为生产力的“技术”与作为生产关系的“技术

知识”之间的关系，导致“生产力”维度“被 

消解”。 

 
五、结语 

 
阿尔都塞等人对生产方式的重构为推动当

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他们“矫枉过正”的做法却衍生了社会历史

发展的随机性。这就使得“生产方式的自动运行

和单向性，正在被阶级斗争的难以预测性和可逆

的结果替代”[29]，导致走向后马克思主义把话语

斗争视为社会历史变迁动力的理论误区。阿尔都

塞等人对生产方式的多元决定式重构，对当前我

国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与生态建设为内容的“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但这一条重构路径

却将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生产力边缘化，从而最

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这恰是我国发

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亟需提防和避免的。我国

的社会发展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

立足本国国情，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方

式，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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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Marx did not give it 

a clear definition, Western Marxism produced various theoretical ways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ng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which the reconstructive way represented by Althusser, Balibar and Poulantzas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the path is first manifested by the dialectical causality of 

the unity of opposites substituted by the causality theory of over-determination, then by power struggle 

replacing class struggle based on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finally by discourse taking the plac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the social formation. Although this way of 

reinterpret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ritique of the "economic-technical" determin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Second and Third Internationals, it slid into a "occasionality" view of history that departed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oward to the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 of Post-Marxism. What is more, it ha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effect on the western left-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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